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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楚国兴衰
看六国“合纵”之败

时本放

战国时期，曾以合纵之势覆压海宇
的六国，为何不敌秦国？对此，历史学家
早有评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楚国为
例，认为：“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
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
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
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
也。 ”然后，司马迁又以张仪“六百里与
六里”的故事，以责楚之不明，而受秦连
横之败。

而宋代苏辙则认为，韩、魏的地理
位置是决定六国合纵成败的关键。

由此看来，人之祸，地之蔽都是六
国合纵失败的原因，而根本原因还是六
国人心之散。

早在春秋初期，大大小小共有一百
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末期，大国仅剩
七个，史称“战国七雄”。七雄中，几乎每
个国家都有吞并八方、一统天下之心。

最南面的是楚国，面积最大，人口
最多，经公元前 506 年吴楚之战和公元
前 278 年秦楚之战，楚顷襄王及朝廷一
蹶不振，仓皇北顾，将政治中心从长江
流域迁至淮河流域，以避秦锋；齐国东
近沿海，盐业支撑国家经济命脉，成为
六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秦“远
交近攻”的策略影响下，却仰仗秦人，习
惯于“壁上观”；赵国经过“胡服骑射”的
改革，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占据高
原，俯瞰六国，拥兵自重；魏国是最早强
大起来的国家，占据中原，沃野千里，极
具先发优势，却妄自尊大。

纵观会盟的六国君主，楚国从楚怀
王开始，六代君主基本都是昏庸无能之
辈，且战且退；齐国从齐愍王开始，也是
庸君当道；魏国只有战国初期的魏文侯
算是一代雄主，之后的君主，要么出现
重大决策失误， 要么就是享乐玩物，如
魏惠王，就是个玩乐、围猎的高手。到了
关键时刻，虽有少数国家不堪凌辱而想
奋力抗秦，但要么力所不及，要么积重
难返。反之，秦国从秦孝公开始，经历了
惠文王、秦武王、昭襄王、庄襄王、秦始
皇，一代接一代，“奋六世之余烈，振长
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
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 ”秦六代国君，都是励精图治、出色
的君主。

六国看到秦不断强大起来，魏国率
先发起“五国会盟”，联合其他五国，图
谋灭掉秦国。 而此时魏国宰相庞涓，就
是后来被孙膑聚歼于马陵道的魏国驸
马，却有自己的长远打算，先借他国之
力灭秦， 然后再逐一消灭剩下的五国，
完成统一霸业。由此包藏祸心的东道主
领导联盟，自然是各有各的打算，怎会
有战斗力呢？

公元前 237 年，也就是楚相春申君
黄歇被害的第二年，秦王嬴政和国相李
斯定下了一统六国的大计，开始了他们
的“先胜而后求战”的十五年征战计划，
实际只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统一。

那时， 人们只看到秦国的强盛，是
实施了商鞅变法，可楚国也有过吴起变
法，魏国有过李悝变法，齐国和韩国也
推行了变法，最后只有秦国变法使国家
强盛了起来， 说到底还是国家治理问
题。 除了变法，秦国有三对“明君+能
臣”的绝配组合，在保障和助推变法的
实施，正是有了他们接力式的励精图治
和资本积累，才使秦国具备了兼并东方
六国的实力，为秦始皇最终完成统一大
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对最佳组合是秦孝公和商鞅。
秦孝公继位不久，下了一道“求贤令”。

那位旷世奇才商鞅，原名卫鞅，从魏国
来到了秦国。 秦孝公与商鞅相见，一谈
就是三天三夜，共谋兴国之策。 商鞅侃
侃而谈，思潮汹涌，呼啸奔泻，流淌着自
己，燃烧着自己；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
则如空谷沧海， 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
俩人惺惺相惜 ，肝胆相照 ，自此 ，秦以
“商鞅变法”为契机，开启了大秦帝国往
后一百五十余年辉煌的新篇章。

秦惠文王和丞相张仪是第二对最
佳组合。 如果说商鞅的大手笔是 “内
政”，那么，张仪最大的贡献是“外交”。
“连横”作为秦国主要的外交军事手段，
张仪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他极其
善于游说， 推动与东面各诸侯的结交，
以瓦解六国的“合纵”攻秦的联盟。当时
“合纵”的操盘手是公孙衍，名声和影响
力不下于张仪。 两个人在斗法，两种策
略在博弈，最后还是“连横”彻底瓦解了
“合纵”，这是因为“合纵”的六国集团，
各自心怀鬼胎，时刻将自家利益放在首
位，导致“合纵”最终破产。

秦的第三对绝配组合是昭襄王和
丞相范雎。 昭襄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
他上承秦孝公商鞅变法的图强之志，下
开秦始皇统一中国帝业的辉煌。而作为
丞相的范雎，他的大手笔是“远交近攻”
的策略，就是主张将相近的韩、赵、魏等
国， 作为秦进攻和兼并的主要打击目
标，同时与齐、燕等国保持良好关系，以
形成东西夹击的威慑之势，“使天下皆
畏秦”。

正是秦六代君臣励精图治、精诚团
结、锐意变法，使秦国取得了军事和外
交上的极大成就， 同时国内政局稳定，
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基本具备了统一
六国的实力，造就了“东出马踏六国，归
来鼎定天下”的局面。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兴盛，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赓续
奋斗，才能鼎立于世界。战国时期，六国
的灭亡，韩、魏等国的地域固守，国君明
于忠臣之分固然重要，但六国没有注重
自身建设，没有形成持续强大的“合纵”
力量，才是日趋于亡的根本原因。

秦国定下统一六国大计是在楚国
发生重大变故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241
年， 春申君佩五国相印率军第五次合
纵攻秦，结果功亏一篑。 为避秦锋，楚
考烈王将都城迁往寿春， 迎来了一片
新的辉光。 尔后，春申君远去了江东，
在那里开辟了新的天地， 这是极其难
得的战略机遇， 可楚国让这个机遇悄
悄溜走了。

历史不容假设， 往往会让人扼腕
叹息。假如楚迁都寿春后，君臣一心，内
修政理 ，外树形象 ，重武强军 ，发展生
产，增强国力，则秦楚胜负，或未易量。
秦将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不是被项
燕率军大破吗？ 假如春申君尚在，秦或
许不会冒然定下统一六国大计。退一步
看，假如楚军死战不利，可退守到他们
的大后方———江东，偏安一隅，与秦抗
衡。 江东有天堑长江之险，有春申君十
多年的开发基础， 有辽远的山河土地，
这是其他五国所不能企及的， 遗憾的
是，楚迁都寿春后，朝政没有这样的战
略方案， 而春申君作为令尹竟数年在
外，不常参与朝政，让奸佞小人有机可
乘，以至家破国亡。

当然，分久必合，是历史规律，国家
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早已暗
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但我
们从六国合纵的失败和亡国的哀鸣中，
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禹在淮南治水传说的文脉传承
杨道文

淮河从桐柏山发源， 一路东流，到
淮南地界拐了几道弯。 这条河养人，也
发脾气。 老辈人讲，从前每逢汛期，河水
说涨就涨，两岸村庄说没就没。 庄稼人
对这条河，是又敬又怕。

四千多年前治理这条河的人 ，叫
禹。

关于大禹在淮南治水的故事，凤台
人能讲，寿县人能讲，大通的老人也能
讲。 故事代代相传，有些变成了山名、村
名、庙名，有些写进了州志县志，还有些
至今挂在老百姓嘴边。 这篇文章想说的
是：这些故事不是零散的闲话 ，它们连
起来，是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文脉。

一、 因时因势改堵为疏，
还原大禹在淮南治水的史实

上古时候治水， 最早的办法是堵。
哪里决口堵哪里 ， 可淮河流域地势低
洼、水系交错，堵了东边漏西边，越堵越
糟。 大禹的父亲鲧用这个办法治了九
年，没治住。

大禹接手后换了思路， 不堵了，改
疏。 水往低处流，那就给它找出路。

这个思路说来简单，做起来要下死
功夫。 禹得先把地形水势摸清楚：哪里
的山挡了水路， 哪里的河淤了河道，水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据《淮南子》记载，
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及江淮各地———“原
道训”“地形训”“修务训”里都留有相关
记述。

淮南这段淮河 ， 卡在一个要害位
置。 凤台境内的硖石山横在淮河干流中
间，上游的水下不来，越积越高，两岸成
了泽国。 这是当年整个淮河中游最大的
症结。 大禹的治理方案，说到底是四件
事：开山、拓宽、疏浚、导流。 山挡路就劈
山，河淤了就清淤，让壅住的水有地方
去。

禹会涂山氏的故事也和这片水土
有关。 《史记·夏本纪》里禹自述：“予辛
壬娶涂山，癸甲生启。 予不子，以故能成
水土功。 ”大禹娶妻四天就离家赴职，孩
子生下来也没顾上抚养。 后来“三过家
门而不入”的典故，就是从淮南一山之
隔的蚌埠流传出来的。

要说这些传说有多少是信史，今天
没人能打包票。 但有一点是实在的：禹
治水的因势利导、系统治理的思路影响
了后世几千年。 淮南人记住的不只是一

个上古英雄，更是一套和水打交道的办
法。

二、遍布淮乡山水留名，大
禹在淮南的治水传说与遗存

大禹在淮南的传说，不是只有一处
两处。 凤台、寿县、大通都有，而且各有
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实物。 这些禹迹连
起来看， 恰好是一条从干流到支流、从
山川到村野的治水路线。

凤台的传说最成体系 ， 也最有看
头。

故事说， 大禹治淮河顺流而下，进
了凤台地界，被八公山脉西麓第一山硖
石山挡住去路。 淮水过不去，回旋泛滥，
方圆百里成了汪洋。 大禹向天帝要了把
神斧（一说挥动神鞭），将硖石山劈成两
半，分成东西两硖，淮水从此穿峡而过，
奔流入海。 这就是千里淮河第一峡硖山
口的来历。

传说的细节各有各的讲法，凤台民
间还有“楚霸王鞭打硖山口 ”的另一版
本。 但光绪十八年《重修凤台县志》的记
载值得细看：“硖石两麓交错， 阻遏，禹
凿宽，本两山而疏之，非一山凿而两之
也。 ”意思是：硖石山本是两山相连，大
禹凿宽了中间的阻隔，疏导水流 ，并不
是真的一斧头劈成两半。 古人写志，比
传说冷静得多，反倒更接近工程本身的
样子。

凤台人是怎么纪念大禹的？ 看地名
就知道：劈山之处，山被尊称为禹王山；
淮水北岸的防洪堤坝，叫禹山坝 ；西硖
石上曾建禹王庙，据明嘉靖《寿州志·杂
志纪》记载，庙原在硖石山之东，后迁至
山西侧。 庙早毁了，后人在原址附近建
了禹王亭，清光绪三年（1877 年）重修，
后来改名慰农亭，如今是安徽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今天的慰农亭还在 ， 在西硖石顶
上，四柱方亭，石柱石栏、翘角飞檐。 亭
柱上刻着一副对联，为清代凤台知县颜
海飏手书：

“选胜值公馀，看淮水安澜，硖山拱
秀 ；系怀在民隐 ，愿春耕恒足 ，秋稼丰
登。 ”上联看景，下联惦记的是农事民
情。 一座纪念治水英雄的亭子，最后落
点在“愿庄稼有个好收成”，这大概就是
淮南人对大禹最朴素的理解。 亭子旁边
那棵古皂荚树，虬枝横空 ，和慰农亭一

起列入了“州来八景”。
凤台的大禹遗存还不止这些。 老县

城下蔡镇（古州来国都）历史上建有禹
王宫，规模不小，可惜没留下来。 县城北
边的顾桥镇，流传着大禹治理西淝河时
斩杀河神、镇锁水患的神话 ，当地清末
建有禹王庙，2017 年镇政府又重建了一
次。

寿县的水情比凤台更复杂， 淮河、
淝水、淠水在这里交汇。 传说大禹治理
淠河水患时，路过迎河镇，赶上暴雨，就
在一处高台上避雨。 当时淮水暴涨，硖
山阻流，七十二道河水壅在正阳关下不
去。 危急关头，禹连挥三鞭，劈开硖石，
让壅住的水顺利归流。

大禹驻留避雨的那个村子，后来就
叫禹临村。 村里曾建有禹临寺，殿宇辉
煌，香火延续到民国，毁于战乱 。 寺没
了，村名还在，故事也还在。

淮南市区东部，舜耕山脉里也有一
座禹王山， 在大通区大通街道境内，夹
在大通山与石婆山之间。 它和凤台的禹
王山一西一东，隔城相望。

有意思的是，淮南市的舜耕山传说
是舜帝耕耘过的地方，而舜恰恰是把治
水大任交给禹的那个人。 舜、禹在这个
地界留下的印记，一东一西 ，算是淮南
拿得出手的上古人文资源。

三、讲好大禹故事，新时
代淮南大禹文化传承与发展

大禹留给淮南的，不只是一段治水
功绩和几处遗迹，还有故事里那股子劲
头：水堵不住就去疏，难题摆在眼前就
一件一件去解，家可以不回 ，事不能不
办。 这笔账怎么算，都算精神财富。

传说不能只在故纸堆里躺着，也不
能只在老人嘴边挂着。 这些年，淮南在
大禹文化上做的文章 ， 大致有三个方
向。

先说摸家底 。 地方文史部门对照
《寿州志》《重修凤台县志》等明清方志，
把境内的禹王山、禹王庙、禹王宫、慰农
亭、禹临寺挨个普查登记 ，同时抢救整
理民间的口述传说———老人们一个一
个故去，故事少记一个，就永远少一个。
这些材料收拢起来，淮南的大禹文化才
算有了系统的家底。

再说讲故事。 大禹治水的传说进了
校园宣讲、社区展览，也成了本地文化

研究的课题。 讲这个故事图什么？ 图的
是里头两样东西：一是尊重自然 、因势
利导的治水智慧，二是 “三过家门而不
入”的责任心。 这两样放到今天，一点不
过时。 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几千
年，故事里的品格，慢慢就长成了城市
的品格。

最后说串线路。 淮南的禹迹是散落
的：硖山口在凤台，禹临村在寿县，还有
一座禹王山在大通。文旅部门的思路，是
以硖山口慰农亭、 禹王山、 禹山坝为核
心，把顾桥禹王庙、寿县禹临村等点位串
成一条大禹文化主题游线， 配上淮河风
光和沿淮民俗，打出“大禹治淮、始在淮
南”的名号。 这条线如果做起来，和寿州
古城、八公山的旅游正好互补，游客看完
楚文化和汉文化，再看四千年前的大禹，
淮南的历史纵深一下子就拉开了。

平心而论 ， 这条游线还在起步阶
段。 多数遗迹体量小、知名度低，单靠禹
迹本身撑不起客流， 得和淮河生态游、
沿淮乡村游捆在一起做 。 但方向是对
的，先把东西保住，再谈利用，别急着变
现。

硖山口今天还在分洪。 淮河河道拓
宽以后 ， 西硖石成了河中心的一座小
岛，岛影如鼋，当地人引以为景。 上游不
远处，是新中国治淮工程留下的水利设
施；再往前推七百多年 ，西硖石的峭壁
上还留着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的筑
城摩崖石刻，记的是那个年代的兵事。

一座硖山口 ，从大禹的传说 ，到宋
人的石刻，到清代的慰农亭 ，再到今天
的堤防 、水库 、行蓄洪区 ，四千年治淮
史，在这里叠成了一层一层的年轮。

古人为淮患所苦，把希望寄托在挥
鞭劈山的英雄身上； 今人不靠神鞭，靠
的是一整套防洪调度体系。 工具变了，
治水的道理没变，还是那四个字 ：因势
利导。 这是大禹留给淮南，也是留给整
个中华民族的老家底。

沿淮的城市不少，把大禹故事记得
这么全、讲得这么久的，不多。 禹王山、
禹山坝、禹临村等 ，这些用“禹”字冠名
的地方，正是文脉的实物注脚。 山川不
改名，香火有延续，故事一直在讲。 一个
城市有这样一条从上古绵延至今的文
脉，是一份难得的底气。 淮水东流四千
年，只要这条河还在流 ，这个故事就会
一直讲下去。

《淮南子》“圣人不失道也”阐微
高 旭

“人”与“道”的关系是《淮南子》一书
最为热衷探讨的现实议题， 也是淮南王
刘安及其宾客们最为着力展开汉代道家
化阐释的哲学命题。 刘安等人在《淮南
子》全书第二篇 《俶真 》中 ，立足汉代道
家生命哲学，明确提出了 “圣人不失道
也”的理论主张，对“人”“道”关系作出
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新诠释。

世间众生芸芸 、万事繁杂 ，但无论
怎样，都离不开“道”这一内在的根本 ，
都受到“道”的实质作用及影响。 “夫道
有经纪条贯，得一之道，连千枝万叶 ”，
如同繁茂之树的“本根”和“枝叶”的关
系 ，虽千变万化而实有“以少正多”（高
诱注）的不变之“宗”。 “是故贵有以行
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
危”，当人们处于“贵”“贱”“贫”“困”的
不同境遇时，如能对“得一之道”有所体
悟坚守 ，便可“有以”善处之方，不为特
定的外在情势所束缚， 而知何去何从。
可见，在“人”“道”关系上，“道”为“一”，
乃“根本”（高诱注），而“人”的千差万别
只是形式之分、表象之显。也因此，体悟
与对待“道”的不同情况，决定了现实的
“人” 能否不为社会功利所桎梏， 不为
“物”役，真正把握自我的生命本质，归
返和实现一种摆脱利害、超越世俗的更
为 “本真 ”（即 “俶真 ”所含原初返真之
意）的存在状态，展现出“夫大寒至，霜
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据难履危，利
害陈于前， 然后知圣人之不失道也”的
道家精神特质及人格理想。

《俶真》提出“圣人之不失道也 ”的
命题， 是基于其全篇所阐发的汉代道
家生命哲学的理论旨趣。 “人 ”的存在
究竟有何意义 ？ 又该如何理想的 “存
在”？ 淮南王刘安等人认为：“夫大块载
我以形 ，劳我以生 ，逸我以老 ，休我以
死。 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人的
“生”与“死”都是“大块”（高诱注为“天
地之间也 ”） 作用下的自然现象及过
程，有“形”者必有其“劳”，有 “逸”者难
逃其“死”。 因此，人们在“生”与“死”的
面前唯有保持顺之自然的态度 ， “善
生 ”而 “善死 ”，能 “同死生也 ” （高诱
注），方可摆脱“生”“死”所带来的生命
有限感、压迫感和恐惧感，不为“生”之
“乐 ”“死 ”之 “苦 ”所羁绊 ，实现心理精
神上的解脱与自在 。 刘安等人对待人

类生命所固有的 “生 ”“死 ”难题 ，仍然
秉持着先秦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生命
哲学的基本立场及视野 ，既然 “生 ”与
“死 ”都是无可逃避的自然现象 ，那么
顺应 “大块 ”的自然变化 ，在 “天地之
间 ”自然地 “生 ”、自然地 “死 ”，便是人
类生命最为归返本真的 “道 ”之所在 。
若明乎 “此 ”，自能跳出 “世人 ”眼光 、
“凡人 ”思维 ，无畏于或 “生 ”或 “死 ”的
“乐”“苦”之变了。

当然，刘安等人也清醒意识到 ，并
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 实际上
在“世人”“凡人”与“圣人”之间存在着
一条是否能悟 “道”“得一 ” 的觉知鸿
沟。 当刘安等人明确提出“圣人不失道
也” 的生命主张时 ， 其内实则隐含着
“世人 ” “凡人 ”易于 “失道 ”的反向认
知 。 能真正体悟生命存在的本真之
“道”，“得一”而应时处世，“据难履危，
利害陈于前”却不变其守者 ，即为超脱
世俗生命局限的道家化的 “圣人 ”，其
仿如 “大寒”“霜雪” 之后守性不变的
“松柏”一样，不可多得。 但是，生命觉
知上的“鸿沟”也非绝然不可跨越，“世
人 ”“凡人 ”亦有转 “凡 ”成 “圣 ”的可能
性。 “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
仁义为饵 ，投之于江 ，浮之于海 ，万物
纷纷 ，孰非其有 ”，刘安等人强调人们
只要能“以道为竿，以德为纶”，将“道”
“德 ”之学作为根本 ，善用 “礼乐为钩 ，
仁义为饵”，则终将打破世俗功利的限
制 ，可得 “万物 ”之用 ，却不为 “物 ”役 ，
达致“怀环玮之道，忘肝胆，遗耳目，独
浮游无方之外，不与物相弊摋 ”的生命
理想境界。 换言之，能否悟“道”而“得
一”，决定了人们在根本解决 “人”“道”
关系问题之前 ， 是否有可能首先妥善
处理 “人 ”与 “物 ”的关系问题 ，把自身
从“杂累”“纷纷 ”之“万物”的捆绑中解
脱出来， 不再因世俗浮华物欲的贪婪
陷溺而无法自拔，得以实现 “目观玉辂
琬象之状，耳听《白雪》清角之声，不能
以乱其神 ；登千仞之谷 ，临蝯眩之岸 ，
不足以滑其和”的身心清静状态。 刘安
等人看到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现实困
境，无人不身处“万物”之中，无人不深
受种种浮华“物欲”的牵绊 。 其甚至在
《精神》中进一步提出：“譬吾处于天下
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

物与？ 且惟无我而物无不备者乎？ 然则
我亦物也 ，物亦物也 ，物之与物也 ，又
何以相物也？ ”也就是说，“人”在“天地
之间”本为物质化的存在形式之一 ，从
其表象而言 ，“亦为一物 ”，因此可 “玄
同 ”于 “万物 ”，正如 《精神 》所言 “天地
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 ”。 但人类生
命的可贵之处却在于能发挥主体性 ，
悟 “道 ”而 “得一 ”，让自身的生命存在
主动与 “万物 ”相顺应 、相和谐 ，不为
“万物 ”及自身之物欲所困 ，从而获得
生命的根本解脱，实现精神的自由。 由
此而论，“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
物也，又何以相物也？ 虽然，其生我也，
将以何益？ 其杀我也，将以何损？ ”在这
里，刘安等人将先秦老庄道家 “道通为
一”“万物一齐” 的生命理念发挥到了
极致 ，从打破 “人 ”与 “物 ”的绝对界限
入手 ，将 “人 ”的存在彻底返归于 “大
块”，让人类生命在顺应“天地”“万物”
的过程里真正 “全其身 ” 而 “与道为
一”，彻底融于自然，进入“以利害为尘
垢，以死生为昼夜”的生命理想境界。

那么，人不为“物”役 ，归返自然的
途径又是什么？ 刘安等人指出 ：“偃其
聪明 ， 而抱其太素 ”，“忘肝胆 ， 遗耳
目”，乃是根本解决“人”与“物”的分离
及界限 ，“人 ”与 “道 ”的隔阂及脱节的
必由之路。 “世人”“凡人”痴迷于“肆其
志，充其欲”，喜好“挟依于跂跃之术，提
挈人间之际，撢掞挻挏世之风俗 ，以摸
苏牵连物之微妙”，逞“聪明”而有为，好
钻营以牟利，以致“神伤乎喜怒思虑之
患者， 神尽而形有余”，“不得形神俱没
也”，无法实现身心的完全解脱和自在。
其一生只会“以物烦其性命”，备感外在
负累之苦，难如“万物杂累”般自然而然
的存在。 究其根由，便在于这种人始终
让自我生命消耗在“与物相弊摋”的“杂
糅”纠缠之中，“生”“死”“利”“害”之情
常 “恐之”“动之”，“神” 乱难 “和”，同
“明于死生之分， 达于利害之变” 的悟
“道”“得一”境界悬若天壤。

“圣人 ”与 “世人 ”“凡人 ”不同 ，因
其能 “得一之道 ”，守而 “不失 ”，“故能
戴大员者履大方，镜太清者视大明 ，立
太平者处大堂，能游冥冥者 ，与日月同
光”，在生命理念及精神上处于以 “大 ”
观“小”，以“道”驭“物”的超然状态。 而

且 ，“圣人 ”不以 “聪明 ”为尚 ，专务 “太
素 ”返“朴”，终能“独浮游无方之外，不
与物相弊摋，中徙倚无形之域 ，而和以
天倪者”，实现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生
命境界。 此种道家化的 “圣人 ”在体悟
“无形 ”之 “道 ”，感知 “天地 ”“万物 ”之
“和”的生命过程里，更视“贵贱”“毁誉”
如“条风之时丽也”“蚊虻之一过也”，不
以为重，毫不挂怀。 其“身处江海之上，
而神游魏阙之下”，精神内守而弗散，不
与物浮沉，完全回归到了生命的本真状
态，成为在“俗”而超“俗”、入“世”而出
“世”的理想化的生命存在。

由上可知 ， 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
们在 《俶真 》中之所以提出 “圣人不失
道也 ” 的哲学命题 ， 是其以 “道 ”观
“人 ”，探索解决 “人 ”“道 ”关系的理论
产物。 身处秦汉剧变后的时代条件下，
随着 “汉廷”皇权在大一统政治演进中
日益表现得强势有为，作为西汉前期江
淮地域最为重要的诸侯王之一的刘安，
倍感来自长安的政治压力 ，因此 ，如何
从道家生命哲学的理论资源里寻找到
一种适合身心存养之“道术”，以之缓解
自身政治与生命上的双重焦虑，便成为
刘安极为迫切的理论诉求。 “生不足以
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
何足以恐之？”刘安等人基于“圣人不失
道也” 的主张， 面对现实的 “生”“死”
“利”“害”问题，最终做出了道家化的理
论取舍 ，认同与坚持重 “身心 ”轻 “外
物”、重“天性”轻“权势”的生命信念，在
《俶真》中有力回应了全书开篇《原道 》
所言“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
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 吾所谓有天
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所谓自得
者，全其身者也。 全其身 ，则与道为一
矣”的根本立场与核心观点。 从《原道》
至《俶真》，从“与道为一”至“圣人不失
道也”， 刘安等人所阐发的汉代道家生
命哲学，很显然，要比先秦老庄道家哲
学更为意蕴丰富、具象生动 ，其适应西
汉统治阶层政治生命需求的帝王化色
彩也更为浓厚。 “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
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无
所概于志也”，以“天下”为论，彰明“圣人
不失道也”的道家生命旨趣，由淮南王刘
安之口言之，更显出先秦老庄道家所无
的复杂峻冷意味…… 河畔黄昏 沈庆功 摄


